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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对于艺术表演，观众是最重要的，这是由艺术表演本身的

特性所决定的。艺术表演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特征决定了其不

能像影视业、出版业等其他文化产业那样利用现代传播和数学

技术广泛接触各类消费群体。剧团和演员作为艺术表演产品提

供者，观众作为欣赏者，在同一地点（室内或室外剧场）和

时间，共同完成了艺术表演的生产和消费。笔者旨在研究我国

艺术表演观众规模的影响因素。

2  中国艺术表演体制的变迁简述（1950-2015）

本节将结合我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进程来探讨我国艺

术表演观众规模的演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艺术表演观众

规模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78年。建国初，艺术表演团体大致分

为两类：一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战争年代就存在的革命文

艺团体，这类专业文艺团体、部队文工团从产生之初就归党和政

府领导；还有一类是由民间艺人组成的民间剧团或演出班子，这

些剧团或班子大多是个体的，完全依赖市场谋求生存。1951年5

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发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

称《五五指示》），指示中明确提出“改人、改制、改戏”的“三

改”方针，并赋予戏曲改革以重大的社会使命，即要将戏曲改造

成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在这一阶

段我国艺术表演观众规模增长较快，从1952年的2313万人次到

1958年急剧扩张到12亿人次。虽然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

革命给我国文化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我国艺术表演观众规

模仍基本维持在8亿人次左右。

第二个阶段是1979-200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

国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经历了1979年提出“调整事业，改

革体制”，1983年试行“承包制”，1988年开展“双轨制”模式，

1994 年推行中直院团聘任制等等，但是这些体制改革模式依然

没能让剧团焕发生机。其根源在于1951年 6月文化部召开的两

次会议对艺术表演团体（包括民间剧团）进行的“公有化”管理

模式。这次对艺术表演团体的“公有化”管理，奠定了此后二三

十年我国艺术表演团体的基本模式，即：所有艺术表演团体都是

公有的，产权形态高度单一。艺术表演团体的这种基本生存模式

从一产生就显露出了它的种种弊端。国有院团普遍存在单一结

构、机构臃肿、重复设置、人财物浪费和严重平均主义等弊端，

从1986年开始国有院团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持续下降。2000年

1月，文化部下发《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纲要指

出，要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为契机，以积极鼓励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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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文艺演出业为突破，改制、组建、新建各种形式的面向市

场、适应市场的艺术表演团体。但收效甚微，到2004年我国艺

术表演观众规模已从1986年的7.23亿人次降到4亿人次。

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至今。2005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

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

本进入文艺表演团体，同时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参与文艺表演

团体等国有文化单位的公司制改建，非公有资本可以控股。2005

年11月，文化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发布《关

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意见》首次将民营文艺

表演团体纳入了政府部门关注的领域，通过放宽市场准入、简化

演出审批手续、加强创作演出的指导和支持等措施，大力发展民

营文艺表演团体。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正式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环

境，并与国有院团互相补充，成为中国演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2008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

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

知》指出，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并针对经营性

文化事业单位在转制过程中主要涉及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资产

和土地处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人员分流安置、财政税收、

法人登记、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国有转企改制拉开

了序幕。201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

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

两个规定的通知》，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

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非公有资本进入文艺表演团体以及国

有转企改制改革，为我国文艺表演团体注入新的血液并形成良好

的竞争机制，促进了艺术表演团体的繁荣发展，我国艺术表演观

众规模也走上增长的轨道。2015 年，我国艺术表演观众规模为

9.6亿人次。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对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在政策上可以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体制内”剧团的体制改革政策，从80

年代开始实施的国有剧团承包制、聘任制、合同制、经营市场化，

到2000年起陆续实施的管办分离、转企改制等均属此类。另一

类为体制外改革政策，从2004年起我国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文

艺表演团体、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等均属于此类。

3  模型设计

本文做出如下基本假设：假设 1：体制内外改革均能极大

地促进艺术表演观众规模的增长；假设2：体制外改革对大众型、

市场导向较强的剧种的观众规模增长较显著，而对小众型、市场

导向弱的剧种的观众规模增长较小。假设3：体制内改革对大众

型、市场导向较强的剧种的观众规模增长较显著，而对小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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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导向弱的剧种的观众规模增长不显著。接下来，我们将做

6 组模型，分别是1985-2015 年全国层面的观众人次模型以及

1996-2015年5类剧种的观众人次模型，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在模型中，因变量观众规模由观众人次来表示。控制变量的

选取也是本文模型建立及数据分析的重要工作之一。本文重点探

讨剧团体制改革对观众规模变迁带来的影响，所以剧团体制改革

是我们首选的关键自变量。剧团体制改革分为体制外改革和体制

内改革，相对应的体制指标也分为两个。虽然民营剧团在2005

年之前实际上已存在，但在2005年中央表态支持民营团体进入

文化领域之前，《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一直没有报告这些剧

团（傅谨，2011）。考虑到《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自1997年

首次出版第一部年鉴以来，一直使用文化部门和其他部门管理这

一口径报告全国数据，我们可以用这一口径下的全国拥有的其他

部门管理的艺术表演团体数目，作为测量全国非公有制团体数量

的代理变量。但需强调的是，这一做法只适用于2005年以来的

数据。因为2005年之前，与文化部门相对应的其他部门管理团

体也几乎完全是公有制团体。因此，对于2005-2012年体制外改

革变量公式测量如下：

体制外改革变量 =（相对于文化部门而言的其他部门管理的

团体数 / 总团体数）*100%，这个指标衡量非公有剧团进入艺

术表演市场的程度。从2013年开始，直接使用非公有制团体数

/ 总团体数*100%获得体制外改革变量。体制内改革变量=（文

化部门企业团体数/文化部门团体数）*100%，这个指标用来衡

量剧团事转企改革的程度。第二个选取的控制变量是人均GDP。

瓦格纳法则告诉我们，随着人们实际收入的提高，人们对教育、

娱乐、文化、医疗和服务方面公共支出的比例也会提高（杨志勇

张馨，2013：93）。第三个控制变量选取的是财政补贴。我国政

府对艺术表演剧团的财政补贴有助于艺术表演产业的发展，进而

促进观众规模的增加。第四个控制变量是城镇人口比重，探讨我

国城镇化进程对艺术表演观众规模的影响。第五个控制变量是老

年抚养比。艺术表演中很多涉及到传统文化方面的，比如戏曲、

曲艺等，而这些传统文化消费群体又存在老龄化严重（辛纳，

2014）。

基于上述假设，我们建立如下模型：

（t=1,2,…，6）

模型中，Y是观众人次（单位：万人次），X1是体制外改革

变量（单位：%）、X2是体制内改革变量（单位：%）、X3是人均

GDP（单位：元）、X4是财政补贴（单位：万元）、X5是城镇人口

比（单位：%）、X6是老年抚养比（单位：%）。观众人次、财政补

贴、体制变量数据来源于1997-2016 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

鉴》，人均GDP、老年抚养比和城镇化水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

统计年鉴》。其中，财政补贴和人均GDP的值为实际值，实际财

政补贴=名义财政补贴/当年CPI（1987年 =1）。实际人均GDP

的计算方法与实际财政补贴的计算方法相同。

4  实证分析

在实证上，主要从全国层面和分剧种进行模型验证。

（1）全国层面模型。在进行回归之前，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分

析，发现各自变量随着时间的增加呈不断上涨的趋势，当这些变

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入模型时会带来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对

参数估计值的准确性、稳定性带来影响。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对

结果的影响，模型将采用岭回归对参数进行估计。岭回归是一种

专门用于共线性数据分析的有偏估计回归方法，岭回归获得的

回归系数也更为符合实际。通过岭回归，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7.357）（2.742）（8.017）（5.354）（0.535） （0.898）

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表明，体制改革对我国艺术表演观众规

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1得到验证，其中体制内改革变量对

观众规模的促进作用比体制外改革变量影响更显著。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体制外改革变量X1（即其他部门团体数/总团体

数*100%）每增长1%，观众规模平均增加254.3万人次；体制外

改革变量X2（即文化部门企业团体数/文化部门团体数*100%）

每增长1%，观众规模平均增加437万人次；人均GDP每增加1元，

观众规模平均增加1.366万人次；财政补贴对观众规模的促进作

用较小，城镇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均对观众规模均不显著。

（2）分剧种模型。同理，按照同样的步骤，我们对分剧种的

5个模型（分别是话剧类、歌舞乐团类、戏曲类、曲艺类和综合

类）进行岭回归分析，最终的结果如表1所示：

注：表格中的数据为回归系数，全国模型的N=31，分剧种

模型的N=20，***代表置信度为0.00，**为置信度0.01，*为

置信度0.05，.为置信度0.1，没有标记的表示没有通过T检验。

从表1 各模型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体制外

变量X1（即其他部门团体数/ 总团体数*100%）对全国和分剧

种（话剧类、歌舞乐团类、戏曲类、曲艺类和综合类）的观众规

模的增长均显著，置信度均为0.00。在分剧种模型中，体制外

变量对戏曲类观众规模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体制外变量每增加1%，戏曲类观众规模平均增加385.2万

人次；其次是综合类、曲艺类和歌舞类，分别为44.13万人次、

33.69万人次、25.38万人次；体制外变量对话剧类观众规模的

促进作用较小。假设2得到检验，即体制外改革对大众型、市场

导向较强的剧种的观众规模增长较显著，而对小众型、市场导向

弱的剧种的观众规模增长较小。这说明，艺术表演团体引入非公

有资本以及鼓励并大力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文化体制改革取

得显著成效，艺术表演市场更加活跃。正如《文化部关于促进民

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的若干意见》所指出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

是传承和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构建城乡协

调发展的演出市场，是促进城乡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民营文艺

表演团体的发展，对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曲艺保

护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体制内变量X2（即文化部门企业团体数/ 文化部门团体数

mbbbbbba +++++++= ttttttt XXXXXXY 665544332211

43211 0053.0366.14373.254652300 XXXXY ++++=

65 3828.03421.0 XX --

体制外变
量X1

体制内
变量X2

人均GDP 财政补贴
城镇人口
比重

老年抚
养比

X3 X4 X5 X6

全国 254.3*** 437** 1.366***
0.05344

***
-34.21 -382.8

话剧类 11.45*** 6.207 0.02596 0.0007 9.111 74.89

歌舞类 25.38***
111.9*

**
0.2618**

*
0.01265

***
50.27* 326.9**

戏曲类 385.2*** -301.7 0.5127 0.01403 -424.5* 86.19

曲艺类 33.69*** 9.576
0.1945**

*
0.0025 29.51 217.3 .

综合类 44.13*** 45.03
0.4470**

*
0.00938
1***

57*
553.9**

*

表1        影响艺术表演观众规模的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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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除对全国艺术表演观众规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之外，

在分剧种模型中只对歌舞乐团类观众规模的增长有显著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体制内变量每增加1%，歌舞乐团类

观众规模平均增加111.9 万人次，而对分剧种的话剧类、戏曲

类、曲艺类和综合类观众规模的增长均不显著。总体来说，假

设3基本得到检验。这说明，国有院团转企改制中，歌舞乐团类

取得的效果较明显，而话剧类、戏曲类、曲艺类和综合类的国

有院团转企改制不显著，仍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戏曲类

作为我国的传统剧种，其发展长期依赖于我国政府的财政补贴。

1996年我国政府对戏曲类剧团的财政补贴为1.26亿元，到2015

年已达到7.97亿元，年均环比增速达11.28%。 在中国整体社

会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计划体制

生存方式的艺术表演行业（戏曲类剧团）面临着在市场体制下

生存的适应性问题。（傅才武、陈赓，2 0 1 1 ：1 1 ）。

人均GDP对全国艺术表演观众规模的增长较明显，人均GDP

每增加1元，观众规模平均增长1.3666万人次。在分剧种模型

中，人均GDP对歌舞类、曲艺类和综合类观众规模的增长均有促

进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每增长1%，歌舞类、

曲艺类和综合类观众规模分别平均增加2618人、5127人、4470

人，而对话剧类、戏曲类观众规模的增长均不显著。自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人民对

精神文化的需求也随之增长。歌舞、曲艺和综合类表演因其表演

形式多样化、贴近人民生活、体现时代特征以及雅俗共赏而得到

大众的喜爱，人们在文化娱乐的需求上也比较倾向于这几类，而

话剧、戏曲等高雅艺术和传统艺术，由于艺术性很强，对观众的

知识素质和经济支付能力要求高等因素而逐渐被边缘化，这往往

会形成消费群体的缺失而体现出不显著。（辛纳，2014：102）。

在分剧种模型中，财政补贴对歌舞和综合类观众规模的增长

较弱。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歌舞、综合类剧团的财政补

贴每增加1万元，其观众规模仅分别平均增加127人和94人，对

话剧、戏曲、曲艺艺术表演团体的财政补贴，对促进其观众规模

的增长不显著。在分剧种中，歌舞剧、轻音乐剧团和综合表演剧

团的自我生存能力最强，演出收入占支出的比例超过一半，而其

他传统剧院团的占比均不超过一半，约占30%左右。 这说明，我

国政府对歌舞和综合类进行的财政补贴，对其观众规模的增加影

响不大。而话剧类、戏曲类和曲艺类之所以表现不显著，主要是

因为话剧在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引入我国，作为小剧种，话剧

对观众的鉴赏水平要求高，需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所以其受众

范围小且市场导向较弱。戏曲和曲艺的受众虽然比话剧要大，但

其市场化导向与歌舞类、综合类相比相对较弱，多年来一直靠我

国政府的财政补贴。而财政补贴一旦超过一定的度，边际效应就

会递减，最终表现为结果不显著。

城镇人口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

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从分剧种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化

进程能促进歌舞类和综合类观众规模的增加。这表明城镇化进程

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思想以及文化消费方式有潜移默化的影

响。在中国，戏曲类艺术表演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观众，农村

也有在重大节日请当地剧团唱戏的风俗，因此，随着我国农村人

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将对戏曲类观众规模产生重大影响。如表4

的结果所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镇人口比重每增加

1%，戏曲类观众规模平均减少424.5 万人次。城镇人口比重对

全国层面、话剧类、曲艺类观众规模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对

歌舞乐团类和综合类观众规模的增长较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城镇人口比重每增加 1%，歌舞乐团类和综合类观

众规模分别增长50.27万人次和57万人次。这说明歌舞乐团类

和综合类艺术表演的受众对象主要是城镇人口。

对于老年抚养比，我们从模型结果中发现，老年抚养比对

综合类、歌舞类和曲艺类的观众规模均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

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每增加 1%，综合

类、歌舞类和曲艺类的观众规模分别平均增加 553.9 万人次、

326.9 万人次、217.3 万人次。而老年抚养比对戏曲类观众规

模却不显著，且对全国层面和话剧类观众规模也不显著。

5  主要结论和下一步工作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 ）从全国层面观众人次的模型结果上看，体制内外改

革对我国艺术表演观众规模的增长均显著，其中体制内改革变

量对观众规模的促进作用比体制外改革变量显著。人均GDP 和

财政补贴对我国艺术表演观众规模的促进作用较小，城镇人口

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均对我国艺术表演观众规模的增长不显著。

（2 ）从分剧种( 话剧类、歌舞乐团类、戏曲类、曲艺类

和综合类)观众人次的模型结果上看，体制外改革变量对话剧

类、歌舞乐团类、戏曲类、曲艺类和综合类的观众规模的促

进作用显著，其中体制外改革变量对戏曲类观众规模的促进作

用最明显，对话剧类观众规模的促进作用较小。体制内改革变

量只对歌舞类观众规模的增加有显著影响，对话剧类、戏曲

类、曲艺类和综合类观众规模的增长均不显著。人均GDP 对歌

舞类、曲艺类和综合类观众规模的增长均显著，对话剧类、戏

曲类观众规模的增长均不显著。财政补贴对歌舞和综合类观众

规模的增长较弱，对话剧、戏曲、曲艺类观众规模的增长不

显著。城镇化进程能促进歌舞类和综合类观众规模的增加，与

戏曲类观众规模呈负相关，对话剧类、曲艺类观众规模的影响

不显著。老年抚养比对综合类、歌舞类和曲艺类的观众规模都

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对戏曲类和话剧类观众规模的增长均

不显著。

总体上看，论文提出的假设基本都得到了验证。下一步，

将在此论文的基础上用2004-2015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来进

一步对此问题进行分析验证，并且可能考虑尝试纳入别的控制

变量，加深对该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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